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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结构优化和绿色信贷影响区域绿色发展。首先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金

融为中介变量，理论阐述了环境规制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多重中介传导机制。其次构造了环境规制驱动

区域绿色发展的三条单步中介路径和两条链式中介路径，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金融是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发展的中

介；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金融–产业升级是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最后从完

善环境规制、倒逼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绿色金融创新几方面提出了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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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ve compensatio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green credit. Firstly,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
grading, and green finance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the theory expounds the multiple interme-
di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ing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constructs three single-step mediation paths and two chain mediation paths that en-
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e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green 
finance are the intermediari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ing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finance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finance -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the chain interme-
diary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inally,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couraging gr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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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选择了比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响应国际号召，借助人口、资源红利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在工业化加速发展

过程中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等问题[1]。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

两年超过 100 万亿元，居全球第二，而据国际能源署数据统计，2019 年我国能源消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 倍，是 OECD 国家的 2.7 倍，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以资源消耗为代价。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新

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

生态破坏情况。绿色发展是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际

竞争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对于我国积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

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指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利用，以

达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目的。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要将环境资源视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2]。而环境资源自身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迫使我们必

须借助政府正式制度——环境规制来解决因环境污染所导致的负外部性[3]。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规

制与绿色发展关系多集中在两者的直接影响上，结论存在争议，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的内在

机理和中介传导路径的文献很少。基于此，本文试图打开两者间的“黑箱”，探究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

展的中介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 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金融为中介变量，分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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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2) 研究方法上，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多重链式中介传导路径，分析了各中介路径的效应结果。

3) 考虑了绿色金融的中介传导机制，这在目前的研究中比较少见。 

2. 理论分析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存在密切关联，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机理的论述大都基于“创新补偿理论”及“遵循成本理论”[4] [5]。“创新补偿理论”基于“波

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管理创新，优化要素配置，降低人员、

原材料成本，提高生产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6]。“遵循成本理论”则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

指出当企业因面临对环境污染严格规制的需求而必须提高治污投资规模，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利润

的减少，环境规制趋紧改变了各产业的进入机制和退出壁垒，引导产业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转向“低

能耗、低污染”的清洁生产行业，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7]。 
企业绿色转型、区域绿色发展需要资金支持，需要引导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绿色金融是基于可持续

发展理念，能产生环境效应的投融资活动，其投融资决策是在环境筛查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一

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管制、收排污费、出售排污权、环保处罚等政策，迫使企业改变经营理念，重视

新能源开发、提升污染治理水平、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8]。另一方面在环境规

制的约束下，绿色金融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和方向选择。环境规制条件下，企业除了技术创新补

偿，还可以通过提高末端治理水平来改善自身环境绩效，进而获得一定的环境资格认证，从而赢得绿色

金融的额外支持；规制俘获行为(企业通过贿赂、税收、就业等俘获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放任、庇护其

污染行为)的存在会导致环境规制失效，同时规制俘获行为会降低其环境绩效，进而降低绿色信贷的支持，

绿色金融提高了规制俘获行为的机会成本。因此绿色金融不但强化了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而且倒逼企

业选择技术创新提升环境绩效[9]。 
绿色金融发展还通过融资约束和分散风险来对产业升级产生影响，一方面绿色金融帮助企业拓展融

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解决高投入、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问题，从而带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分散企业存在技术风险和市场竞争风险，使企业的资金获得高效率管理，合理配

置资金，提高使用效率，进而带动产业升级。 
综上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有着密切联系，下面分别以技术创新、产

业升级、绿色金融为中介变量，逐一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 

2.1. 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国家越来越重视地区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首

先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通过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以促进生产工艺

绿色化转型，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减少资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提高企业生产率，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

益[10]；其次环境规制以排污费收入、环境税收等经济激励手段增加企业的成本，迫使企业革新技术节能

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11]。综上所述，在环境规制约束下，一

方面，企业通过“创新补偿”降低企业成本，革新产品生产工艺水平，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改良生

产工艺，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污染者付费原则”来降

低企业污染排放，提升要素效率，提高企业生产增长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影响。

为此我们有： 
路径 A：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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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产业升级为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 

基于“遵循成本说”，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污染的负外部性内化为生产成

本而降低生产效率与利润，同时通过企业的进入或退出机制，倒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资源再配置，影

响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12]。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性工业进入的沉没成本，使边际污染控制成

本低的企业不易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导致污染治理水平不达标产业的规模减小，清洁型产业的规模扩大，

从而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13]。综上所述，政府通过收紧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准入或退出，改变了不同产业

的要素分布，导致资源由高污染企业向低污染企业转移，促使污染相对较小的产业比重上升，从而优化

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清洁生产，提升末端治理水平，从而促进绿色发

展。为此我们有： 
路径 B：环境规制→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2.3. 绿色金融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传导机制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密切联系，在绿色金融市场化的运行

体系里，通过监督机制、对传统经济政策的补充、对绿色消费的引导等方式促进经济绿色发展[14]。首先

严格的环境规制迫使排污企业因承受高昂污染治理成本，将治污工作转移给环保企业，环保企业为解决

融资问题推动了绿色金融发展[15]。绿色金融一方面能够将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内生化，降低环保企业的融

资成本与融资难度，提高绿色投资回报率，促进绿色产业投资收益率和资金可得性，增加对环保企业的

金融支持，以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16]。另一方面绿色金融通过引导绿色消费，提高消费者、投资者的绿

色环保与社会责任意识，使其更多选择绿色产品、绿色项目，从而促进绿色发展。为此我们有： 
路径 C：环境规制→绿色金融→绿色发展。 
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又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传导方式间接影响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将金融机

构的资源配置功能与环境责任相结合，通过选择具有环境效益的投资对象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产业，

为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提供金融支持，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助推节能环保技术发展，为经济

可持续增长提供技术生产要素保障，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减少污染产出，实现区域绿色发展[17]。绿色金

融的定向调控政策能够有效地引导金融市场的资金向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转移，相应提高高能

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等一系列企业和项目的融资成本，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向绿色化、合理化、高端化

转型[18]。绿色产业具有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两低一高”特点，通过产业“绿化”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降低产能，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有所改善，进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19]。为

此我们有： 
路径 D：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发展； 
路径 E：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综上，环境规制通过制度供给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同时环境规制还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产业升

级、绿色金融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一方面环境规制基于创新补偿、遵循成本理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改进生产工艺和末端治理水平，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产业扶持、

产业准入等引导产业向较低边际治污成本、清洁生产等绿色企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降低能

耗，减少非期望排放，改善资源配置和服务业占比上升，从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

过企业融资、监督规制发展绿色金融，减少资源浪费，引导绿色消费，促进区域绿色发展。环境规制并

非单一的对绿色发展有直接影响，还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金融等中介变量及其相互影响的

传导路径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其作用机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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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图 1.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 

3. 中介效应分析 

由理论分析可知，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等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间接影响区

域绿色发展。然而，这传导过程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作为中介变量，其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怎样的？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进行传导分析的？影响的路径系数如何？本节内容根据我国 2011~2018 年

八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中介路径和中介效应。 

3.1. 变量解释及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目前国内外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大都基于以下三个角度选取：1) 环保法规的

数量[20]；2) 环污治理情况，如废弃排放达标率、环污治理投资额占 GDP 比重等[21]；3) 排污费征收情

况[22]。本文综合已有研究，从环境规制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三个方面选取指标，用地方环保法规数表征

环境规制的制定情况；用工业废弃排放达标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两指标表征环

境规制的执行情况；用排污费征收额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表征环境规制的监督情况。借鉴潘兴侠[23]的做法，

采用基于熵权的模糊隶属度函数法将各指标综合成单一指标表征环境规制水平，以下各变量(除产业升级

变量)同理均采用此方式综合成单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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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发展，目前关于绿色发展指标还没有统一规定，2016 年 12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公

布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该体系全面反映绿色发展新理念的内涵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其中“绿

色发展指标”包括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减少量、单位 GDP 的用水量、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 GDP 比

重，清洁煤炭利用比例等[24]。周琛影等[25]利用森林覆盖率、单位 GDP 的废水、废气、废固排放量和

建成区覆盖率来测算绿色发展指标水平。本文采用李子豪和毛军[26]的做法，用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状况的“生态效率”指标衡量区域绿色发展，具体指标见表 1。生态效率的计算式参见文献[23]，其

中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各年 GDP 转化为以 2011 年为基期的不变量[27]。 
 
Table 1. Green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表 1.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产出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 GDP 

生态投入指标 资源消耗 

全社会用水量 

能源消耗总量 

农用地面积 

Huanjing 环境影响 

二氧化硫排放量 

废水排放量 

烟尘排放量 

 
中介变量分别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其中技术创新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三个方面选取指标表征：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表征创新环境，反映地

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表征创新投入；用专利申请授权数表征创新产出。产业

升级借鉴张优智和乔宇鹤[28]的做法，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升级程

度。绿色金融从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投资和碳金融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见表 2)。 
 
Table 2. Green finance indicator system 
表 2. 绿色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绿色金融发

展水平 

绿色信贷 高耗能工业产业 1利息/工业产业利息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绿色证券 环保企业市值/A 股总市值 
高耗能行业市值/A 股总市值 

同花顺数据库 
国泰安数据库 

绿色保险 2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总保费收入 中国保险年鉴 

绿色投资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GDP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碳金融 CO2排放量 3/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年鉴 

1这里高能耗工业行业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耗能行业范围选取的，共六个行业。 
2由于我国环境污染责任险实施较晚，数据缺失较多，故选用与自然环境关系较大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比表征绿色

保险。 
3CO2排放量的测算参照文献：张翠菊, 张宗益.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J].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15, 25(09):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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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2011~2018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由于西藏数据严重缺

失，因此不包括西藏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ESP 数据平台、同花顺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

以及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部分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补齐，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环境规制 240 0.015 0.008 0.003 0.042 

技术创新 240 0.307 0.136 0.082 0.678 

产业升级 240 0.949 0.287 0.204 1.897 

绿色金融 240 0.730 0.080 0.492 0.919 

绿色发展 240 0.188 0.145 0.040 0.652 

3.2. 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设定为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的中介变量，首先

在 STATA 16 中设定由“路径 A：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绿色发展”、“路径 B：环境规制→产业升级

→绿色发展”和“路径 C：环境规制→绿色金融→绿色发展”组成的多重中介模型。再结合模型的总拟

合优度检验情况，对模型进行重新整理，得到如图 2 所示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Figure 2. Chain-type multi-mediation model in whic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green development 
图 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图 2 模型中方形框表示“观测变量”(显变量)，圆形表示观测变量对应的残差项，单项箭头表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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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29]。通过上面的模型可知，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一条直接路径影响绿色发展，也可以通过三条单

步中介路径和两条链式(多步)中介路径的传导机制影响区域绿色发展，其中中介路径分别是：“路径 A：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绿色发展”、“路径 B：环境规制→产业升级→绿色发展”、“路径 C：环境规

制→绿色金融→绿色发展”、“路径 D：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路径 E：环

境规制→绿色金融→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3.3. 中介路径分析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图 2)中的各中介路径的系数进行估计检验，设定 90%的效应置信区间，

默认优化方法迭代次数为 16,000 次。得到如表 4 所示的估计检验结果，其中变量回归系数检验结果表示

的是模型(图 2)中单向箭头所表示的因果关系。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variab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表 4. 变量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序号 路径 回归系数 显著性 

1 环境规制→绿色发展 0.23 ** 

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 0.14 ** 

3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 0.14 ** 

4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 0.19 ** 

5 技术创新→绿色发展 0.28 *** 

6 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0.24 ** 

7 绿色金融→绿色发展 0.11 * 

8 绿色金融→技术创新 0.43 *** 

9 绿色金融→产业升级 -0.12 **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中介效应估计前需要检验模型(图 2)的总拟合度。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整体卡方检验值为 2.462，
卡方 P 值为 0.1166，大于 0.05；RMSEA 值为 0.084，小于 0.8，说明模型设定是恰当的，能够客观合理模

型设定的问题。进一步将表 4 中的分段路径和模型(图 2)所展现的中介路径组合起来，对环境规制影响绿色

发展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估计值由分段路径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相乘计算所得，中

介路径显著性水平取各分段路径中显著性水平最低值[29]，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表 5.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序号 中介路径 中介效应 显著性 

A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绿色发展 0.039 *** 

B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0.034 ** 

C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绿色发展 0.021 ** 

D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发展 0.023 *** 

E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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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和表 5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不仅有直接正向影响，还能通过三个中介变量、五条

中介路径对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链式多重中介效应。针对三个

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3.3.1.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促进绿色发展 
表 5 中路径 A 表示的中介效应的值为 0.039，P < 0.01。原因可能是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机制”，促

进企业增加研发和技改投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生产率，有效改善传统产业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促进作用[30]。 

3.3.2.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升级机制促进绿色发展 
表 5 中路径 B 表示的中介效应的值为 0.034，P < 0.05。因为环境规制会迫使高污染产业因承受高昂

的治污成本而转向清洁型产业，或是跨区域搬迁甚至退出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接着通过劳动

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进行转移和流动，优化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企业整体生产效率，进一

步提升区域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有效地推动区域绿色发展[31]。 

3.3.3. 环境规制通过绿色金融机制促进绿色发展 
由表 5 可知，单步中介路径 C 的检验 P 值 < 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中介效应系数为 0.021 > 0，

说明环境规制经由中介路径C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链式中介路径D 的中介系数为 0.023 > 0，且 P < 0.01，
说明环境规制经由中介路径 D 对绿色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链式中介路径 E 的检验 P 值 < 0.01，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但中介效应影响弹性系数为−0.006，小于零，说明环境规制经由中介路径 E 对绿色发展产

生了抑制作用，这是由绿色金融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导致的；路径 C、D、E 都是以绿色金融为中介变

量的传导路径，三个中介路径的总中介效应为 0.038 > 0，其中中介路径 E 的影响系数绝对值远小于其他

路径影响系数绝对值，在此忽略其逆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通过绿色金融的传导机制对区域绿色发展有

正向促进作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参与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环境规制等绿

色政策可以纠正绿色金融市场失灵，从而引导和支持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

的绿色化，有利于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项目，从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二是环境规制的出现

会使得高污染企业治污成本上升，绿色金融提供资金支持用来缓解企业资金约束、降低企业资金链断裂

风险、减小环境规制产生的资金压力，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应对环境规制的挑战。绿色金融支持的多为绿

色环保项目，这些项目迫使企业投入资金购置新设备或者提升生产技术用于环境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绿色发展[32]。三是绿

色金融可以通过引导资金配置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在培育绿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转型升级过

程中形成的绿色资本、技术进步、劳动力聚集，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针对环境规制能否驱动绿色发展，以及如何驱动绿色发展的问题，本文首先理论阐述了环境规制影

响绿色发展的中介传导机制。其次构造了环境规制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三条单步中介路径和两条链式中

介路径，并分析了中介路径产生的原因。理论结合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环境规制可以直接影响

区域绿色发展。2)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了绿色发展，对应的中介路径为“环境规制→技术创

新→绿色发展”。3)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升级机制促进了绿色发展，对应的中介路径为“环境规制→产业

升级→绿色发展”。4) 环境规制通过绿色金融机制促进了绿色发展，对应的中介路径分别为“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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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绿色金融→
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4.2. 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即能够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也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的

中介传导机制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区域绿色发展，可以从环境规制、技术

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金融四个角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环境规制，完善补充规制政策，充分调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金融和绿

色发展的正向效应。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根据不同企业承受能力采取分类管理策略，

针对严重破坏环境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强化管制。另一方面政府应规划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

积极采用排污权交易、环保税、环境补贴等优惠政策手段，提升企业创新、环保意识，刺激企业治污、

研发技术创新，推动不同产业向高新技术、绿色化方向发展。因此政府应规划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制

定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企业技术升级、推动污染密集产业转型、引导金融机构绿色化发展以化解生

态危机，筑造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良性循环新局面。 
二是鼓励和倒逼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研发改进新技术和强化环境规制

执行力度促进绿色发展。政府面对技术落后高污染型企业要强化规制强度，迫使其节能环保技术改进和

升级；面对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低污染型企业放宽规制强度，并对其进行适度的技术投资和补贴，鼓

励企业发展绿色技术，培育一批低碳环保技术一流的清洁型企业，实现绿色发展。 
三是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生态化，通过产业升级和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助推绿色发展。

政府应大力推动污染产出低、资源消耗低、生产效率高的绿色产业发展，同时注重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间

的结构良性互补，促进整体产业转型升级，对环境保护，资源分配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实现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发展。而且政府需要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以实现绿

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四是完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监管机制，优化环保信息披露手段，注重新型绿色金融工具的推广，通

过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支持绿色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绿色金融发展财政补贴，提高对环保技术

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一方面需要引导绿色资金流入绿色产业，促进生态保

护、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加快传统金融工具的绿

色化转型，确保产品、政策制度设计上实现有序衔接，有助于在绿色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发挥资源

调节作用，促进我国各区域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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